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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 

——基于京津城铁出行调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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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流动空间的视角下，高速铁路交通客流成为城市区域功能联系的重要表征，本研究选取京津城际

高速铁路出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乘客群体问卷访谈式的实证调查，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研究城际高铁所

表征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研究发现：① 北京与天津城区同属城际流动密集区，郊区县市为流动稀疏区，城

际高铁流具有显著的空间极化性；京—津中心城区是最主要的空间联系带，京滨、京（津）武走廊流则构

成次级联系带，京津跨城流动呈现出轴辐式空间格局。② 旅游、购物等休闲活动对跨城流动具有较明显的

增强作用，而从跨城活动的时空迁移来看，城际高铁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空

间的迁移改变有限。③ 京津跨城流动的频次并不很高，通勤者跨城周期为 1 周左右，现阶段城铁交通主要

为商务出行流和休闲旅游流，这反映了高铁作为流动空间物质基础的构成特征；出行人群以男性、高学历、

较高职业地位和商务出行为主，且商务出行的跨城流动频次更高，对出行时间更敏感，这反映了高铁跨城

流动空间具备一定的精英空间特征。④ 以城际高铁交通出行表征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和天津的跨城

流动空间暗含一定的不对称性，这体现在京津两地的到发客流分布不均、商务出差客流的比重差异以及不

同站点在居住、工作、休闲等跨城功能联系方向上的不均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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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高速交通技术和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对全球化中的区域

社会经济空间组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3]，并引发了对传统空间观的反思和新空间形式的讨

论，其中基于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的“流空间”（spaces of flows）成为重要的前沿理论，西

班牙裔著名社会学家 Castells 将其视作一种社会实践的新空间形态特征，并给出了动态化空

间的概念[4]，之后又进一步区分了流动空间与场所空间（spaces of places），将流空间从纯粹

的虚拟技术空间扩展到地理空间与社会网络空间，并且他认为围绕传统“场所空间”而组织

的世界经济将转变为以“流动空间”为逻辑的全球经济，流动空间将最终取代场所空间[5]。

进一步地，部分学者基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认为地点的作用将被重新定义，甚至有学者

认为“距离消失”、“地理死亡”[6-7]，这些激进的观点遭到了包括地理学在内的大多数学者

的反对[8,9]，以交通出行时耗为表征的空间压缩并不意味着地点意义的丧失，全球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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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空间的集聚与扩散同时并存，其中跨国公司管理和研发在少数世界城市的集中即反映了

特定地理空间在全球化时代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概念和内涵看，流动空间是围绕人流、

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等要素流动而建立起来的空间（组织形式），其以信息技术

为基础的网络流线和快速交通流线为支撑，创造一种有目的的、反复的、可程式化的动态运

动[10]。因此，在移动信息和高速交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流动性社会，成为当前和今后

城市和区域空间发展的重要支撑[11]。 

凭借着城际（高速）铁路、航空网络和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物质支持，长距离跨区域的

流动成为可能，企业和个人不断增强的可移动性、区位的可变性不断增强，造就了大规模的

全球“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这进一步引发了新城市和区域空间形态、功能

和发展模式的变革[12-13]。首先，在空间形态上，城市和区域空间的物质边界日趋模糊，区域

将进入到各城市彼此交融的发达阶段，空间一体化（spatial integration）成为区域空间结构

重组的主要特征，彼此分离的空间实体之间将产生持续、频密、多元的交互控制作用[14]。

Scott 将这种交互作用的城市群体称为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15]；美国区域规划

协会针对此提出“超大都市连绵区”的概念（beyond megalopolis），后又将这种新城市空间

形态正式命名为“巨型区域”（megaregion）[16]；Hall 和 Pain 则进一步定义其为全球性的巨

型城市区域（global mega-city region）[17]。在城市功能方面，1933 年诞生的《雅典宪章》就

明确指出城市的四大功能是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其中交通是串联起其他三个主要功能

的纽带，而现代高速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本存在于一个城市空间内的功能活动有可能扩散

到相邻的其他城市。从居民基本活动来看，居住、就业、休闲购物等功能将发生在不同城市

间，出现了“跨城流动”的现象，“双城生活”、“同城化”已成为生动的现实[18]。此种情况

下，交通不仅联系着单个城市内部的各项功能活动，还必须保障各种功能活动在跨城之间的

高频率转换[19]。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移动技术进步等背景下，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发展正

由传统静止、封闭、等级性的中心地模式逐渐向多中心、扁平化、流动性的网络模式转变[20]。 

高速铁路（High-speed rail, HSR）简称高铁，根据国际铁路联盟（UIC）的定义和欧盟

的标准，高铁一般是指通过改造原有线路（直线化、轨距标准化）使得营运速率达到 200 km/h

以上，或者专门设计新建的营运速率达到 250 km/h 以上的铁路系统[21]。我国目前把这类铁

路连接成网并正式称为“客运专线”，但人们仍然将其泛称为高铁[22]。虽同为高速交通技术

的代表，若出行时间少于 2.5 小时，相对航空客运而言高铁则具有较大的市场竞争力[23]。飞

行成本高、正点到达的可靠性低，这使得航空连接其他城市而实现两城通勤的几率很小，而

只要票价合理，采用高铁频繁（如通勤和商旅出行）来往于两个实际地理距离较远的城市是

完全可能的[24]。此外，高铁通道型连接的运输速度带来一种时空压缩和转换的效果，要素

流动效应会集聚增强，如果两个城市因为高铁的运营速度而显得足够近的话，那就会在某种

意义上实现空间不连续的两个城区一体化[22,24]。因此，相对航空而言，高铁影响和支持下的

城市区域空间关系重构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内容[11,25]。 

目前，国内外就高铁对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影响已开展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

两类：一是偏重于高铁与城市空间相关理论的梳理及其研究框架的构建。具体包括高铁交通

设施对城市内部结构的影响[22]、高铁网络对城镇群空间演化的作用[26-27]，如何建立不同空



间层面上高铁对城市区域空间关系影响的分析框架等[23-4,28]。二则侧重于实证研究。按照关

注内容的差异亦可分为三类：（1）研究高铁开通后的可达性变化，其通过构建可达性测度指

标并利用 GIS 技术模拟高铁开通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格局[29-33]，但由于不涉及高铁使用者

的特征，故无法回答高铁究竟为哪类（经济）性质的城市和哪些人群带来正面（或者负面）

效应，除了为已知被边缘化中的城市提供更多证据，并未在如何完善高铁对于区域和城市发

展的作用上提出多少新见解[24]；（2）基于可达性变化分析高铁对区域城镇体系的影响，大

多数研究认为高铁虽加强了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的联系，但也会加剧主要城市与其腹地间的

不平衡[34]；处在城镇体系顶端城市的优势地位借助于高铁得到强化，进入高铁网络的小城

镇地位也会上升，而未进入高铁网络的边缘城市则可能变得更加落后[35-36]，因此，大城市和

主要中转站城市是高铁网络的主要受益者[33,37]；（3）高铁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研究，主要关注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38]、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39-40]以及人口、就业、

房地产价格变化与高铁建设关系的研究[41-42]。 

总的来看，国外就高铁对城市与区域空间的影响已开展了较丰富的研究，但特定空间尺

度的研究较多，多尺度综合的研究不多[23-24]。国内研究以定性的现象描述和综合归纳为主，

基于数据支撑的定量研究不多[24]；且关注点过多集中在高铁的“时空压缩”效应的论述和

对区域可达性影响的评价上，忽视了高铁使用者“人”在其中的作用[24,43]，对由此产生的跨

城流动和城市功能联系的实证研究则很少涉及。鉴于此，本研究以京津城际高速铁路的出行

乘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分析高铁影响下的居民跨城活动的空间流向以及城市间主要功

能活动空间流动的联系内涵，为进一步理解“流动空间”提供借鉴，以深化高速交通技术影

响下的城市与区域间相互作用研究。 

2 研究数据和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首都北京与华北经济中心天津同为我国的两个直辖市，也是空间较为临近的两个巨型

城市区域，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在我国的城市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京津城际铁路是

中国最早开工建设并最先建成的第一条高标准铁路客运专线，全长约 120 公里，连接北京和

天津。设计最高时速 350 km，最小发车间隔 3 min，全程直达运行时间约为 30 min。该线路

于 2005 年 7 月开工建设，2007 年 12 月全线铺通，2008 年 8 月正式运营。京津城铁沿途设

北京南、亦庄、武清、天津等 4 座车站，预留永乐站。2008 年 9 月，京津城铁延伸至滨海

新区塘沽站。由于亦庄、永乐两站暂不运营，这里选取了北京南站、天津站、武清站和塘沽

站 4 个高铁站作为研究的样本地点（图 1）。 

2.2 数据获取 

主要的数据和信息获取来源于对这四个高铁站点候车乘客的问卷调查。研究开始于

2011 年 8 月，首先对这四个高铁站点进行了 300 份问卷的预发放，由于高铁客流的波动性

较强并不能确定每日往返京津间的具体客流，因此根据问卷中的出行频率和出行方式进行每

日调查样本抽取容量的估算[43]，最终确定每日样本发放不低于 196 份，而各站点的问卷发



放量初步依据发车频次来分配①，最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问卷。正式的问卷调研从 2011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其中周末 2 天，周一工作日 1 天，发放时间从早 7 点到晚 8 点，基本覆盖

了全天的人流高峰和非高峰期，四个站点共随机发放问卷 1200 份（根据预发放反馈，发车

频次基本反映了站点客流量，以此分配各站点的发放量是可行的，基于此对北京南和天津这

两个枢纽站各发放了问卷 500 份；塘沽站和武清站作为中转站共发放 200 份问卷），回收 1108

份，有效问卷 1036 份，有效率 93.5%。 

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了乘客出行的相关信息和个人的基本信息。乘客出行信息主要包含

了出行需求、出行频率等一般性信息和反映功能性活动场所变更（与 3 年前高铁开通前对比）

的空间信息以及户籍地、乘车站点、出发地、目的地等地点信息，这些信息的获取将有利于

分析高铁出行的流动空间格局。个人基本信息包括了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以及是否

有私家车，这些信息的获取将有助于分析高铁建构下流动空间的社会属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调查问卷中的数据以定类和定序数据为主，因此主要采用非参数分析和列

联表分析中的统计方法[43]，其中对受访者地点信息的空间交互式分析是研究的重点，也构

成了本次研究重要的创新点。 

2.3 研究思路与模型 

2.3.1 跨城流动的空间模式  如前文所述，根据现代城市中 4 项基本功能的组合特点，交通

是串联居住、工作、游憩等居民基本活动的纽带，而高铁网络的完善使得原本只存在于一个

                                                              
①  目前京津城际固定班次对开 90 班，其中 90 班全部终到或始发自北京南站，89 班停靠或终到或始发自天

津站；20 班停靠武清站，10 班始发自或终到塘沽站；从发车的频次密度上看，作为枢纽站的北京南和天津

是中转站的武清和塘沽的近 3 倍。 

图 1 京津地区的高铁线和高铁站的空间分布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HSR lines and HSR stations in Beijing-Tianjin Region 



城市空间内的功能活动有可能扩散到时空距离足够近的其他城市。居民通过高铁出行并在这

一过程中实现居住、就业、旅游购物等活动发生在不同的城市空间，也即出现了“跨城流动”

的现象。基于此，倘若以居住地为视角考察居住、工作、休闲（将问卷中“旅游”、“购物”、

“访友”等出行需求合并为“休闲”活动）等活动发生地的空间分布特征，那么分别居住在

A、B 两城的受访者其功能性活动发生跨城流动的空间模式将有以下 4 种（图 2）：（1）居住、

工作、休闲活动均位于同一个城市 A 内，此时不发生跨城流动；（2）居住和工作活动在 A

城，休闲活动在 B 城；（3）居住和休闲活动在 A 城，工作在 B 城；（4）居住在 A 城，工作

和休闲在 B 城。当然，某一活动发生了跨城流动并不代表该活动就不在同城空间中发生（尤

其是休闲活动）。 

 

 

 

 

 

 

 

 

2.3.2 功能联系模型  在跨城流

动的空间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地

建立跨城流动的功能联系模型。

以京津城际高铁为例，如图 3，基

于居住、工作、休闲三种基本活

动的京津跨城流动的功能联系共

有 9 种，其中居住—居住、工作

—工作、休闲—休闲为 3 种同质

跨城功能联系，其余 6 种为异质跨城功能联系。模型中跨城连接线的粗细表示跨城流动功能

联系的强弱，跨城连接线的灰度值表示该种跨城流动对高铁交通压力的大小。从交通出行的

一般现象可以知道，同质的功能联系居住—居住、工作—工作、休闲—休闲对跨城流动的交

通压力最少，因为此类空间联系很少作为日常出行 OD（起讫点）；居住—购物、工作—购

物此类功能联系对跨城空间流动的交通压力表现为一种峰值，其平日很少，但到节假日却变

得很多，其流量是最大的，但不常发生；居住—工作是人们平日发生得最多的一种通勤模式，

而且时间点集中（早 7-9 点、下午 5-7 点）而产生峰值，跨城流动量不仅大而且几乎每天都

会发生，对跨城流动的交通压力是最大的。 

3 京津跨城流动的空间分布 

以问卷中每位乘客乘坐高铁的出发起始地和目的地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四个城际高铁站

点 1036 份有效问卷出行数据的汇总来考察高速城际铁路流量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格局。 

图 2 跨城流动的空间模式 

Fig.2 The spatial mode of cross-city flows 

图 3 跨城流动的功能联系模型 

Fig.3 The functional association model of cross-city flows 



3.1 跨城流动强度及其空间联系 

利用自然断裂点法对京津城际高铁中出行客流和联系流进行分级。根据各县区出行量大

小将流动强度分为城际流动密集区、城际流动集中区、城际流动分散区和城际流动稀疏区（图

4）。北京城 6 区（西城、东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和天津城 6 区（和平、河西、

河东、河北、南开、红桥）是

跨城流动最密集的区域，占全

部跨城客流的 68.2%；拥有城

际站点的滨海新区和武清城际

客流亦很集中，占 15.1%；在

高铁站点辐射的县区中，昌平、

津南、北辰、通州、西青、东

丽和大兴的流动强度较大，其

次为怀柔、静海；京津远郊区

的顺义、宁河、宝坻、房山、

平谷、密云、延庆、门头沟、

蓟县为城际客流的稀疏区，仅

占全部流动量的 2.5%。 

空间联系上，北京城区—

天津城区是最主要的空间联系

带，总联系量为 544，占全部

联系量的 60%；其次为北京城区—滨海新区，总联系量为 181，占全部联系量的 20%；位于

京津间的武清，其与北京和天津的空间联系分别为 86 和 77，而与滨海新区的空间联系最少。 

3.2 跨城流动的轴辐式空间格局 

基于问卷获取的 O-D 数据，可进一步对京津跨城客流的流动格局进行刻画（图 5）。北

京南站和天津站作为枢纽站不但吸引了城区的大量客流，还服务于临近县区以及其他城市往

返于京津之间。根据问卷样本，在北京南站乘坐城际高铁去往天津的受访者中有 9.9%出发

地在京外，在天津站这一比例为 11.8%，根据我们的随机访谈，这些人群主要来自于附近的

廊坊、保定以及远途的旅游客流。在到站客流中，目的地在北京和天津以外的比例分别为

8.7%和 21.1%，这体现了京津两地的到发客流分布并不均衡，其中由北京→天津方向的城际

客流中有超过 1/5 的客流并不以天津城区以及所属县区为目的地，而从天津→北京方向的客

流中，除去武清的分流，目的地不是北京城区及所属县区的比重仅有 8.7%。跨城客流比重

方面，北京→天津方向的出行中，北京城区是出发密集地，其中中心城区①（东城/西城）占

19.6%，朝阳、海淀则分别达 26.5%和 16.8%，城 6 区合计占 76.3%，天津城区虽是最大的

目的地，但由于武清站、塘沽站分流，其比重仅占 33.2%，武清、滨海新区则分占 10.3%和

                                                              
① 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乘客对行政单元并不十分清晰，尤其对成熟的中心城区。因此我们对天津城 6
区进行了合并处理；考虑到北京城区面积大，故采取了两种划分尺度，一种是城 6 区合计，另一种则把东

城、西城（含宣武和崇文区）列为中心城区合计，其余 4 区单列。 

图 4 京津跨城流动强度和空间联系 

Fig.4 Cross-city flow intensity and spa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20.9%；天津→北京方向的出行中，天津城区作为主要出发地，客流占 60%，武清为过路站，

塘沽有始发车，故这两地的出发客流仅分占 6.7%和 4.3%，虽有武清和滨海新区的分流，北

京城区仍然是目的地最集中的区域，其中东城/西城占 22.9%，朝阳、海淀、丰台各占 16.1%、

7.5%和 10.4%，城 6 区合计占 60%。除了北京南站和天津站，同样考察了武清、塘沽两站的

客流流向分配（表 1），可以发现作为中转站，武清、塘沽的客流来源地和目的地都相对单

一，由于同属天津，故其客流的主要的目的地都是北京，其中武清作为过路站，客流目的地

到北京和天津的客流比重分别占 66.7%和 28.6%，而滨海新区到天津城区有轻轨可达，故选

乘高铁到天津的客流比重仅占 7.1%。 

 

 

 

 

 

 

 

 

 

 

 

 

 

 

 

进一步的我们将北京南站、天津站的高铁出

行 O-D 数据进行位序—规模的拟合以反映跨城

流动的格局特征，计算公式如下： 

                            1( ) qO K O K                          (1) 

                            1( ) qD K D K                          (2) 

式中，O(K)和 D(K)为位序为 K 的流节点的出发和

到站的客流量，K 为所有流节点按出发或到站的

客流量从高到低排列后的位序，O1 和 D1 为首位流

节点出发和到站的客流量，q 为齐夫参数。对公

式(1)、(2)左右两边分别取对数，得到： 

         ln ( ) lnO K A q K          (3) 

ln ( ) lnD K A q K           (4) 

区县 武清站(%) 塘沽站(%) 

出

发

地

武清区 
滨海新区

天津城区

津南区 
宝坻区 
其他城市

69 
0 

19.1 
0 

2.4 
9.5 

1.8 
56.4 
21.4 
3.6 
1.8 
15 

目

的

地

北京城区

通州 
顺义 
昌平 
大兴 
密云 

天津城区

其他城市

54.8 
2.4 
0 

2.4 
2.4 
4.8 

28.6 
2.4 

76.9 
1.8 
1.8 
3.6 
0 
0 

7.1 
8.8 

图 5 京津跨城的客流流向 

Fig.5 Cross-city flow origins and direc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表 1 武清站、塘沽站城际客流的区域分布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cross-city flows in 

Wuqing HSR station and Tanggu HSR station



式中，A 为常数，齐夫参数 q 可用来反映节点流量和规模的结构变化。当|q|=1 时，称为齐

夫分布；|q|>1 时，流节点的规模等级结构差异性较大，为首位分布；|q|<1 时，流节点的规

模等级呈现对数正态分布。图 6 为京津跨城客流位序—规模分布数据的拟合结果，4 个位序

—规模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都大于 0.8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取对数后齐夫参数 q 的绝对值均

大于 1，说明跨城流动的区域分布具有显著的极化性，其中出发地为北京南站的城际客流来

源更为集中，而由于武清站和塘沽站的分流，以天津站为出发地的城际客流不如北京南站集

中，而以天津站为目的地的到站客流的位序规模分配则与北京南站类似。 

因此，京津城际高铁的跨城出行流呈现出轴辐式空间格局，京津城区同为跨城流动强度

的密集区，两座巨型城市核心区间的“点”到“点”联系十分紧密，而京滨次级联系流、京

（津）武走廊流的形成证明了京津之间的空间一体化趋势。跨城出行分散和稀疏区主要位于

京津郊县区，由于这些区域大多产业不够发达，经济联系不密切，人们出行需求不高，且距

离高铁站较远，换乘不方便，受高铁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可见，城际高铁强化了跨城密集

区之间的流动联系，为未来双城走向功能互补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4 京津跨城流动的功能联系 

流动空间的分布研究从区域层面分析了京津之间跨城活动的主要流量和流向，而京津两

个巨型城市区之间的功能联系则需要通过居住、就业、休闲娱乐等主要活动的跨城分布情况

来反映，在此基础上进而可判断京津地区空间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并有助于理解高铁在空间

一体化中以及流动空间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4.1 跨城功能性活动的分布模式 

图 6 京津跨城客流的位序—规模分布 

Fig.6 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 on cross-city flows 



按照前文提出的 4 种空间模式大致可以归纳跨城流动下的京津城市功能联系的基本类

型，根据问卷统计，我们提取了受访者 3 项功能活动的空间信息，按照当量值绘制成图 7。 

结果表明，无论是居住在北京还是天津的受访者，模式 1（居住、工作、休闲位于同一

个城市，不发生跨城流动）的数量最为普遍，居住在北京的受访者有 325 人表示 3 种基本功

能活动均位于北京，而居住在天津的受访者有 306 人表示 3 类基本功能活动均在天津发生。 

模式 2，即居住、工作在一个城市，休闲活动在另一个城市则体现出一定的不均衡：其

中休闲指向居住工作地以外的天津有 98 人，居住、工作在天津、休闲在北京的则为 68 人。

虽然同属巨型城市区，但京津两地的发展水平仍稍有落差，北京受访者的乘坐高铁跨城旅游

和购物的休闲需求显然更胜于天津的受访者。 

模式 3 中居住、休闲在一个城市而工作在另一个城市的情况并不多，其中居住休闲在北

京、工作在天津的有 29 人，而居住休闲在天津工作在北京有 22 人。通勤时间和通勤成本是

主要的考虑因素，尽管城际高铁的开通大大减少了两地交通出行所需要的时间，但候车，出

发地、目的地与高铁站间的市内交通等时间和金钱花费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模式 4 中，以北京为居住地、天津为工作和休闲地的有 18 人，低于居住在天津、工作

和休闲在北京的 28 人，这是由于天津的问卷样本里包含了武清和滨海新区的受访者，而北

京一般是这些地域跨城工作者的首选休闲地，这也反映了京津城市吸引力的差异。 

 

 

 

 

 

 

 

 

 

 

 

 

 

 

4.2 跨城功能性活动的联系 

实际问卷中，我们了解到有受访者不但同时在京津两地都有购物、旅游等休闲活动，亦

有同时在两地都有工作和住所的案例，针对此类同质跨城现象，我们进一步利用空间联系模

型对 4 个高铁站点的问卷进行跨城功能联系的分析。 

分站点来看，北京南站的样本显示京津两城跨城功能联系比较均衡，主要表现为以休闲

为核心的两城相互吸引，其中休闲—休闲的同质跨城功能联系最多，占受访者比例高达

19.2%，且凡是与休闲相关的空间联系占跨城流动的受访者比例都在 8%以上，但居住工作

图 7 京津跨城功能性活动的空间模式分布（上为北京，下为天津） 

Fig.7 The spatial mode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al activities in Beijing (up) and Tianjin (down) 



在天津、休闲在北京的比例均要稍低于居住工作在北京、休闲在天津的比例，但也无明显差

距。此外，在北京南站各有 2 例居住—居住和工作—工作的同质跨城功能联系。 

天津站样本的跨城功能联系与北京南站大体类似，但跨城居住—工作的受访者比例明显

高于北京站，其中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天津和居住在天津、工作在北京的跨城功能联系比例

分别达到 6.5%和 7.7%，且选择在北京进行休闲活动的比例都略高于在天津。在天津站亦有

2 个受访者发生了工作—工作的同质跨城功能联系。 

 

 

 

 

 

 

 

 

 

 

 

 

武清站与塘沽站作为中转站，受访者的跨城功能联系与京津两个枢纽站表现出一些不同

的特质。首先，这两个站点的空间功能联系都呈现一定的不均衡，武清站中居住在北京工作

在天津的比例明显少于居住在天津（武清）工作在北京的比例，而居住工作在天津、休闲在

北京的比例明显高于居住工作在北京、休闲在天津的比例；塘沽站中跨城居住—工作的功能

联系尚不到 3%，而居住—休闲和工作—休闲的跨城功能比例相对集中，其中尤以居住工作

在北京休闲在天津的人群居多。其次，武清站和塘沽站除了跨城休闲联系外，没有出现其他

同质跨城功能联系的受访者，也即在功能联系的模型图中，只有 7 条功能联系流，少于北京

南站和天津站的 9 条和 8 条，且跨城的休闲联系比重亦不高（不到 6%）。 

因此，京津跨城的功能联系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1）京津两地选择跨城居住—工作的

人群流量大致平衡，但天津所属高铁站点的跨城人群选择在北京工作的比例稍高；（2）与休

闲相关的流量在四个站点都相对较大，说明因旅游购物等休闲活动引发的跨城流动最为常

见，也是进一步促使京津朝着同城化发展的催化剂；（3）与休闲相关的流量在北京南和天津

两个枢纽站双方向大致均衡，而在武清与塘沽却有所偏向，前者休闲活动主要流向北京，后

者则吸引了大量北京方向的休闲旅游流。 

4.3 跨城功能性活动的演化趋势 

    为了分析高铁作用下的跨城功能性活动的变化，整理了问卷中功能性活动的地点时空信

息。表 2 为城际高铁出行下的功能性活动分布变化，3 年来，受访者跨城的功能性活动比例

由城际高铁开通前的 23.03%上升到 38.18%，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且天津境内的 3 个城铁

站点上升的幅度尤为明显。 

图 8 京津跨城功能联系 

Fig.8 The functional association of cross-city activities in four HSR stations 



分站点看，天津所属的天津站和塘沽站的跨城比例均高于北京南站，武清站跨城比例

虽然较低，但增速最快；塘沽站的增幅也达到 50%以上，天津站受访样本的跨城比例 3 年

前就较高，城际高铁开通后这一比例已经接近 50%。可见，相比北京，高铁的开通对于天

津的跨城流动有着更为明显的作用，说明在京津空间一体化进程中，城际高铁的供给更多满

足了城市实力相对稍弱、且站点分散的天津的需求，这也充分验证了空间一体化进程中城市

功能联系的受益并非均衡分布[14,23]。 

表 2 跨城流动的功能性活动分布变化 

Tab.2 The distribution change on functional activities 

站点 3 年前功能性活动分布(高铁开通前) 当前功能性活动分布(高铁开通后) 

跨城（%） 不跨城（%） 跨城（%） 不跨城（%） 

北京南站 

天津站 

武清站 

塘沽站 

合计 

19.39 

28.78 

11.8 

15.81 

23.03 

80.61 

71.22 

88.2 

74.19 

76.97 

29.96 

48.67 

26.19 

37.5 

38.18 

70.04 

51.33 

73.81 

62.5 

61.82 

    进一步的对 4 个高铁站点的受访者 3 年来居住、工作、休闲这三类功能性活动在京津两

地之间的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以反映功能性活动随着高铁开通的演化趋势。分别以 3 类功

能性活动发生地点转移的受访者数为基数，计算两地之间的相互转移比例。 

居住功能方面，总计有 85 位受访者 3 年内发生过住所的变化，转移比率在三大功能活

动中最低。由北京迁入天津居住的有 40 人，略少于天津迁入北京的 45 人。站点中的北京南

站和塘沽站的转移率极低，且表现为北京是主要的居住转移地；天津站和武清站的转移率相

对较高，其中前者迁入天津的受访人群略多，而武清站则是两者相当。 

工作转移方面，共有 96 位受访者 3 年来发生过变化地点变化，其中迁入北京的达 55

位，高于迁入天津的 41 位。北京南站和塘沽站依旧呈现出较低的转移率特征，且北京仍然

是主要的工作迁入地；天津站和武清站的转移率较高，尤其是武清站，由北京至天津工作转

移的比例高达 11.9%。可见，居住和工作密切相关，故各站点居住转移和工作转移的特征变

化大体同步。其中北京南站和塘沽站受访人群的居住转移和工作转移的比例均为最低，这与

两站作为城铁走廊起终点、出行距离相对较长不无关系。 

休闲转移的比率大大高于前两者，3 年中休闲活动发生转移的受访人群达到 195 位，其

中休闲活动由北京转入天津的有 107 人，天津转入北京的达 88 人。除了武清站外，各站点

的转移方向大致平衡。 

总的来说，由于休闲活动时间和地点的相对灵活性，其转移率也较高，而居住和工作的

空间固着性相对较强，虽然城际高铁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其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空

间的迁移改变有限。而在转移地选择上，北京是居住、工作和休闲活动转移的热点地，尤其

是工作转移率明显高于天津，而天津城区和滨海新区则是旅游等休闲活动转移的热点地。 

 

 



 

 

 

 

 

 

 

 

 

 

 

 

 

 

5 京津跨城流动的出行特征 

5.1 跨城客流的基本属性 

根据问卷中乘客的个人信息对高铁跨城客流的基本属性进行了统计，其中：年龄方面绝

大部分为中青年群体，合计占全部受访者的 85.58%；性别方面男性乘客（58.32%）多于女

性乘客（41.68%）；受教育程度方面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明显占优势（68.47%）；在职业方面，

比例最大的是企事业单位办事人员（22.81%），除去问卷选项中职业一栏没有在填写的受访

者，剩下的乘客主要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18.09%）、企事业单位负责人（11.60%）、商业

服务人员（8.55%）、学生（7.57%），其它各类职业比例均低于 5%。总体而言，高学历、较

高职业地位的比例特征反映了高铁作为流动空间的社会属性特征。 

5.2 跨城流动的频次与目的 

对于北京天津这样两个空间相对邻近的巨型城

市而言，跨城流动的频次反映了两个城市联系的密

切程度。基于问卷样本统计，以每个月的城际出行频

率来看，有约近半数的受访者跨城次数为 1 次或不到

1 次；其次为每 2 周或每周 1 次的跨城流动，约占近 4

成；每月达到 5 次以上的跨城流动频率者不多，而每

日通勤者仅占样本的 0.7%（表 3），根据问卷访谈我

们了解到由于交通成本以及换乘方面的不便，大多数跨城通勤者都以周为单位往返于工作地

和居住地之间。总的来看，基于城际高铁进行的京津跨城流动频次并不十分高，商务出行流

和休闲旅游流占较大比重，跨城通勤者一般出行周期为 7 天，每日通勤者极少。 

在乘用京津高铁的出行目的构成比例中，大部分受访者主要是出差，其比例高达 39.0%，

回家、旅游、探亲访友的比例分别达到 15.6%、15.5%、15.4%，其余各出行目的比例均在

出行频率(每月) 占样本比重(%) 

1 次(含)以下 

2~4 次 

5~10 次 

10 次以上 

  # 每日通勤 

48.8 

39.0 

8.5 

3.7 

0.7 

图 9 京津间功能性活动的地点转移 

Fig.9 Transfer of functional activi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表 3 京津跨城流动的频次分布 

Tab.3 The frequency of cross-city activities



5%以下（表 4）。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了单次跨城流动出行目的的空间差异。虽然单次出行具有一定的随

机性，但仍可以发现北京→天津与天津→北京的出行目的具有一定不对称性。北京→天津的

跨城出行有几乎一半来自于出差（48.3%），而在天津→北京的跨城出行中虽然出差者仍然

有着最大的比例（30.1%），但是这一比例大为下降，反而是旅游、探亲访友、回家等出行

目的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北京→天津的相应比例。为进一步从统计上分析出行目的的空间特

征，将出行目的重新归并为商务出行、非商务出行两大类进行卡方检验，计算得出卡方值（χ2）

为 19.504，误差估计水平 Sig.为 0.000 小于 0.01，说明商务出行的空间不对称性具有明显的

统计意义。 

京津高铁中商务出行的空间不对称特征与北京、天津两个城市的功能特征有关：虽然天

津作为直辖市和历史文化名城有着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北京在这些方面的资源更丰厚，

且北京作为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加上城市常住人口和整体产业的规模效应，北京

相对于天津而言在购物旅游方面会有着更多的吸引力（尤其对于武清和滨海新区的居民而

言）。当然，天津在区域产业分工形成的需求会吸引北京的企业和个人，这也正是区域一体

化中城市功能再组织的内在机制。 

表 4 跨城出行目的之比例构成 (%) 

Tab.4 The trip purpose of cross-city activities (%) 

流向 商务出差 回家 购物 旅游 探亲访友 就学 就医 其它 

北京→天津 48.3 12.8 1.4 12.7 14.4 3.6 1.0 5.8 

天津→北京 30.1 18.4 3.2 18.5 16.5 4.1 1.8 7.4 

全部跨城出行 39.0 15.6 2.3 15.5 15.4 3.8 1.6 6.8 

5.3 跨城流动的商务出行特征 

商务流是巨型城市流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高铁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有必要分

析商务人士的出行特征，这也是 Hall、Pain 研究欧洲巨型城市时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从业

人士进行流动空间实证分析的重要内容[17]。因此，基于跨城客流的基本属性和出行目的，

研究进一步对其中最主要的商务出行（出差）特征进行分析。 

研究首先将出行目的归并为商务出行与非商务出行两大类，并将商务出行定义为 1、非

商务出行定义为 2，在此基础上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商务出行的关联因素，回归模型如下： 

                      0ln( )
1

i
i i i

i

P
X

P
    

                        (5) 

式（5）中，Pi 表示在诸多条件下商务出行发生的概率。通过选取问卷中 20 个初始变量作为

考察商务出行、非商务出行的关联因素，除了候车时间为实际连续型变量以外，其余为定序

变量，具体变量赋值如表 5。 

表 5 回归方程初始变量赋值 

Tab.5 The initial assign values to variables 

特征 变量名 赋值说明 

性别 X1 1=男性,2=女性 



职业 X2 

1=党政机关工作人员,2=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3=企事业单

位职员,4=专业技术人员,5=军人,6=大学或研究机构人员,7=

商业服务人员,8=农林牧副渔人员,9=生产工作人员,10=学

生,11=其他 

受教育程度 X3 1=大学以下学历,2=大学(含)以上学历 

户籍 X4 1=北京,2=天津,3=其他城市 

小汽车拥有情况 X5 1=拥有,2=不拥有 

出发城市 X6 1=北京,2=天津,3=其他城市 

候车时间 X7 受访者根据到站后实际等候时间填写 

每月京津出行次数 X8 1=小于 1 次,2=1-4 次,3=5-10 次,5=11-20 次,6=20 次以上 

高铁票占出行支出的比重 X9 1=80 以上,2=50-80%,3=80%以上 

对高铁票价的接受程度 X10 1=难接受,2=较高但可以接受,3=比较合理 

乘高铁占出行总时间比重 X11 1=80 以上,2=50-80%,3=80%以上 

到高铁站的交通工具 X12 1=小汽车,2=出租车,3=地铁/轻轨,4=公交车,5=其他 

高铁开通前的出行方式 X13 1=小汽车,2=动车,3=普通列车,4=公交车,5=其他 

三年前居住地点 X14 1=北京,2=天津,3=其他城市 

三年前工作地点 X15 1=北京,2=天津,3=其他城市 

当前居住地点 X16 1=北京,2=天津,3=其他城市 

当前工作地点 X17 1=北京,2=天津,3=其他城市 

出发地区位状况 X18 1=中心城区,2=郊区县 

目的地区位状况 X19 1=中心城区,2=郊区县 

对京津一体化的期望 X20 1=支持,2=无所谓,3=反对 

在具体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筛选了出发地、目的地均为京津的样本，以前进法进行

回归，依次进入方程的总计有 8 项变量：候车时间、每月京津出行次数、三年前居住地点、

到高铁站的交通工具、当前工作地点、性别、职业、出发城市，这 8 项变量的 Sig.均小于

0.05，且回归方程卡方值（χ2）为 81.736，误差估计水平 Sig.为 0.029 小于 0.05，说明这些

变量与出行目的是否为商务公差出行具有较强的关联，回归方程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结合个变量系数的数值特征和定义，可以将性别、职业地位归为社会属性，将三年前居

住地点、当前工作地点、出发城市归为空间属性，将候车时间、每月京津出行次数、到高铁

站的交通工具归为出行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在受访者的社会属性方面，性别、职业与是否

为商务出行的概率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男性（Sig.=0.006）、较高职业地位（Sig.=0.002）成

为了商务出行的主要特征，这说明，京津高铁表征的流动空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商务阶

层的特征，尽管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女性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在商务型的

出行中，较高地位职业的男性群体仍然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在空间信息方面，按照定序变

量的定义和回归方程得系数数值特征，可以基本概括为三年前在天津居住（Sig.=0.030）、当

前北京工作（Sig.=0.002）且由北京出发前往天津（Sig.=0.000）从事商务活动的人群，这一

结果反映了北京、天津作为巨型城市区域的商务人士的空间转换特征，一定程度上缘自于北

京有着相对于天津的高端服务业优势，相较于欧洲巨型城市区域[17]，京津高铁的流动空间

深刻地体现了由北京往天津商务流向量的空间不对称性特征；在交通出行特征上，依据回归

方程中的变量数值特征，商务出行人群比其他出行群体有着更为频密的跨城出行活动

（Sig.=0.000），乘用的交通工具也更为便捷、舒适（Sig.=0.016），且到高铁站点候车的时间



也更短（Sig.=0.034），说明相较于非商务出差的人群来说，高铁所表征的流动空间与精英空

间有一定的关联，总体上这类人群对出行的时间更为敏感。 

表 6 回归方程变量的基本参数 

Tab.6 Parameters in regression equation 

关联因素 B S.E. Wald df Sig. Exp(B) 

候车时间 0.009 0.004 4.507 1 0.034 1.009 

每月京津出行次数 -0.655 0.14 21.76 1 0.000 0.520 

三年前居住地点 -0.285 0.132 4.704 1 0.030 0.752 

到高铁站的交通工具 0.265 0.11 5.781 1 0.016 1.303 

当前工作地点 0.482 0.158 9.268 1 0.002 1.619 

性别 0.591 0.217 7.412 1 0.006 1.806 

职业 0.103 0.033 9.414 1 0.002 1.108 

出发城市 0.859 0.209 16.881 1 0.000 2.360 

Constant -2.34 0.728 10.337 1 0.001 0.096 

6 主要结论 

以流动空间为理论视角，通过对京津城际高铁跨城出行人群的问卷访谈式调查，实证研

究了高铁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主要结论如下：（1）在京津跨城流动空间分布上，京津城

区同属跨城流动强度密集区，而郊县区为跨城出行分散和稀疏区，两座巨型城市核心区间的

点到点联系十分紧密，而京滨次级联系流、京（津）武走廊流的形成更多强化了跨城密集区

和集中区之间的流动联系，跨城流动呈现出轴辐式空间格局，也反映了城际高铁交通具有显

著的空间极化效应。另外，以城际高铁交通出行为表征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和天津在

其区域交通出行中的地位并不对称，这从两地的到发客流分布的不均衡及商务出差客流的比

重差异均有所体现。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轨道交通在巨型城市区域中的空

间极化效应，即沿线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发展要素以及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会加

剧沿线城市间空间发展的非均衡性[44]。 

（2）从京津高铁所承载跨城功能联系来看，三种基本活动均不跨城的比例最大，而在

发生跨城的基本组合情况中，由休闲活动引发的跨城流动最为普遍，同时在跨城功能性活动

的空间分布方面与出行目的有内在的一致性；分站点看，北京南和天津站的样本主要表现为

以休闲为核心的两城相互吸引，跨城功能联系方向大致均衡；武清站和塘沽站则表现出明显

的不均衡，前者的休闲和工作跨城主要流向北京，后者则是旅游休闲的主要流入方向；由于

休闲活动时间和地点的相对灵活性，其空间迁移的机率也较高，而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固着性

相对较强，因此，虽然城际高铁某种程度上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其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空间的

迁移改变是有限的①。 

（3）在跨城流动的出行特征方面，乘用京津高铁的群体呈现出中青年、白领职业、高

学历、商务出行为主的社会特征。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男性、较高职业地位是商务出行的

主要特征，京津商务出行的跨城流动频次更高，且对出行时间更敏感，在商务出行方向上具

                                                              
① 这一现象在高铁通车之初就已得到了印证。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发现，京津高铁对于 2008 年天津旅

游产业的增长贡献率为 35%，本研究则是对这一事实在另一角度的事后检验，证实了高铁对区域旅游客源

的拉动作用。 



有由北京往天津商务流向量的空间不对称性特征。因此，对于京津这样两个距离临近、有空

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巨型城市而言，城际高铁交通现阶段主要承担着商务出行和旅游出行的

客运交通职能，这体现了城际高铁从属于流动空间的物质基础，也即 Castells 的流动空间的

第一个构成层次，而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组织构成了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次[5]，京

津跨城流动的社会属性和高铁出行的商务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这一理论的有力实证。 

作为一项初步研究，本文的数据主要基于时间截面问卷调查，难免受到诸多限制，如

受访人群选择的随机性、问卷一天发放的时间选择以及问卷内容的设计等，这些都有可能导

致问卷结果的差异，而作为复杂系统的巨型城市区域，其跨城流动及各项功能活动的运行交

互无疑是个更为复杂的时空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的结论或许仅能反映某些局部，

还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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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of flows, the passenger flow of High-speed rai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functional linkage between the city-regions.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passengers of high-speed rail in Beijing and Tianji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city space of flows and the spatial integration indicated by the individual 

micro behavior choice. The findings mainly include: (1) Both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are the dense areas of intercity passenger flows while suburban counties and districts 

are the sparse areas, which indicates the spatial polarization of HSR in the aspect of passengers’ 

characteristics; The central city  of Beijing-Tianjin is the dominant spatial association, while 

Beijing-Tanggu, Beijing-Wuqing and Tianjin-Wuqing corridors are the secondary spatial 

association axes, which presents a hub-and-spoke pattern. (2) Leisure activities, such as tourism, 

shopping, enhance the cross-city flows, though intercity high-speed rail reduc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effects on changing place of housing or work to another 

city are not obvious. (3) The frequency of cross-city activities is not very high, and commuters 

who across cities generally consider 7 days as a cycle; Currently, passenger flows of intercity by 

HSR are mainly business travel and leisure tourism, which reflects HSR a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spaces of flows; the respondents who take the HSR are mostly male, business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 and prospective occupation, and those business travelers who have a higher 

cross-city frequency are more sensitive to travel time, which demonstrates the intercity space of 

flow has represented some of the elite space characteristics. (4) It shows spatial asymmetry in the 

cross-city space of flow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which could be found from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O-D passenger flows, the differences 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business travel flows 

and the unbalanced function linkag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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